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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梁启超的“新史学”与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在

“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受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

地理大势论》等文启发，先是建构“层累说”，后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与“打破地域向来

一统的观念”两项推翻“非信史”的标准。“古史辨运动”进一步发展后，对“孔子与儒家”的问题进行

了重点探讨，其中无论是顾颉刚对孔子真相的考察，还是冯友兰对孔子地位的估定，均可上溯到梁启

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孔子》等相关论著。此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书辨”，无论是胡适提

出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还是罗根泽对诸子兴起原因的阐述，都或多或少地从梁启超《论中国学

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因此，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古史辨运动”的历程中

扮演了一个学术启蒙的角色。
【关键词】 梁启超 新史学 古史辨运动 中国近代史学史

20 世纪伊始，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揭开了清末“新史学”思潮

的序幕。梁启超因此被视为清末“新史学”的开山。其实，梁启超的史学身份并不止于此。早在其

过世之际，张荫麟即指出，梁启超不仅“以新观点考察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方案，始倡于官报

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之照鉴之历史”; 还“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对

“我国学术之第一次重新估价”，尤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对后之胡适“立志治中国

思想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梁启超不仅是“新史学”的开山，还是“新汉学”的“导其

源”者。①

于今来看，张荫麟提供的证据还略显薄弱，但这一即时观察无疑是十分敏锐的。众所周知，由顾

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是形塑民国“新汉学”的主要环节。而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读书笔

记》《顾颉刚书信集》《宝树园文存》中相关资料的提示以及文本的具体对比，梁启超的“新史学”在

“古史辨运动”的历程中扮演着学术启蒙的角色。② 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学术界此前对这一学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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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中外交汇:‘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渊源研究”( 项目编号: 18JHQ052) 的阶段性成

果。
素痴( 张荫麟)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 年 2 月 11 日。
1950 年，顾颉刚在《自传》中谈及自己“思想学问的渊源”时提到了“四位先生”，分别是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及钱玄同。其中，梁

启超在当时“建立了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从新估定价值”，故其可说是“启蒙时代的开路先锋”。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 6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412—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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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未予以充分关注。① 因此，笔者不揣鄙陋，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作一较为系统的分析与考

察，以此进一步证实张荫麟关于梁启超史学定位的判断，并拓展“古史辨运动”学术渊源的认识，进而

为探讨清末民初“新史学”与民国实证主义史学之间的学术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一、进化史观与“层累说”之证成

“层累说”的提出是“古史辨运动”兴起的实质性起点。1923 年 5 月 6 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
第九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传统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发起了总攻。在该文的“按语”
部分，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这一学说主要包含三个内容: 一是“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

愈长”; 二是“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三是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

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② 此文一经刊出，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

弹”，③一场以“层累说”为中心理论的“古史辨运动”就此在中国史坛兴起。
关于“层累说”的证成，学界已多有探讨。④ 根据顾颉刚自述与既有研究成果，进化史观才是“层

累说”得以建构的逻辑起点。⑤ 简要言之，按照战国秦汉以来的文献记载，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上古史

体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其中，三皇五帝都是圣贤君主，故当时是“黄金时代”。
但是，顾颉刚认为这些文献记载的古史并不符合进化的程序。他依据各种相关史料的先后顺序指

出，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与此

相类似，禹在西周还只是一个“开天辟地的神”，到春秋时期被说成是一个人王，到战国时则变成了圣

贤君主。⑥ 可以说，顾颉刚正是认识到这些与进化观念相悖的事实后，才建构了“层累说”。
而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形成进化史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梁启超“新史

学”的影响。⑦ 众所周知，《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发表，标志着清末“新史学”思潮的兴起。这

两篇“新史学”之作，不仅对中国“旧史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还以进化史观对“历史”进行崭新的界

定。诚如周予同所总结的，梁启超此时的全部史观都建筑在进化论之上。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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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已初步察觉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学源关系。刘俐娜指出，由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思潮对顾颉刚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153 页。王晴佳指出，由

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看法”，实践了由梁启超发起的“史学革命”。王晴佳: 《顾颉刚及其

“疑古史学”新解———试从心理、性格的角度分析》，《中华文史论丛》2017 年第 4 期。但稍显遗憾的是，二人未能对梁启超的“新

史学”与由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动”之间的学术关联进行具体论证。此外，笔者曾指出梁启超的“新汉学”在“古史辨运动”
运动中扮演了一个“导夫先路”的角色。李长银:《导夫先路: 梁启超与“古史辨运动”》，《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2 期。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 1 册，海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75—76 页。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64 页。
除进化史观外，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构出“层累说”，至少还得益于以下四个因素: 一是欧阳修、刘恕、崔述等人的“疑古”论述，二

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言，三是民俗学的启示，四是胡适提倡的“历史演进的方法”。
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2 卷，第 323—324 页; 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宝树园文存》第 6
卷，第 411 页;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 卷，第 174 页; 邵东方《崔述学术考论》，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6 页; 谢进东《现代性与“古史辨”》，《古代文明》2009 年第 4 期。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77—79 页。
除了梁启超的“新史学”外，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形成进化史观，还受到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严复的《天演论》及胡适相关论述

的影响。参见刘起 《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47、73 页; 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

社 2003 年版，第 96—97 页; 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第 163—171 页。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 4 辑，194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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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尚不止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还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分析与

考察。具体而言，夏禹以前，“则诚有如《列子》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觉若梦者”。
至于其确实与否，则无从考证。而“洪水时代，实为全世界公共纪念物”，“故以洪水平息后，始可为

真正之有史时代”。就中国而言，中国自古称诸夏或华夏，而夏者以夏禹之朝代而得名。“中国民族

之整然成一社会，成一国家，实自大禹以后”。因此，“中国史若起笔于夏禹，最为征信”。① 要言之，

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是进化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黄金时代”。
稍显遗憾的是，梁启超当时未能编纂出一部新式中国史。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学术志业。

1922 年，梁启超“裒理旧业”，讲学于清华学校，撰成“新史”第二卷《五千年史势鸟瞰》。② 现存的《五

千年史势鸟瞰》，主要有两篇: 一篇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篇是《地理及年代》。在《地理及

年代》一文中，梁启超再次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尚书》“独载尧以

来”; 至司马迁著《史记》，则“于《尚书》所不载之黄帝、颛顼、帝喾偏有尔许事实为之铺张扬厉”; 数百

年千年之后，皇甫谧、罗泌等则举凡司马迁所吐弃为“不雅驯”之言者，而悉数收录。“于是古代史益

芜秽不可治”。至近世，治史者“动辄艳称炎黄尧舜时代之声明文物”。“此说若真，则夏商千余年

间，不能不认为文化之中绝或停顿，其原因何在，实无由说明。”③由此而言，梁启超已经意识到时代

愈后，中国有史时代的时间越长。此外，古代并不存在“黄金时代”，否则无法以进化史观来解释“夏

商千余年间”的历史。
如果将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与顾颉刚提出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进行对比，可知二者

的观点基本一致。顾颉刚早在 1904 年前后即开始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④《中国史叙论》一

文刊登在该报的第 90—91 册。最迟至 1913 年，顾颉刚还在《新世潮序》中间接转述了《中国史叙论》
的相关论述。⑤ 至 1922 年 5 月，顾颉刚在胡适的帮助下，阅读了包括《地理及年代》在内的《五千年

史势鸟瞰》。⑥ 在此后的古史大论战中，顾颉刚还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两

先生书》中间接转述了《地理及年代》的相关论述。⑦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以进

化史观对中国古史进行分析与考察，进而提出“层累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梁启超的进化史观及其

古史观点的启发与影响。

二、“中国民族之观察”与“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发表后，虽然得到钱玄同的击节称赞，⑧但也遭到刘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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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 2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7 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256 页。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505 页。
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 15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83 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 1 册，第 7 页; 顾颉刚《我在北

大》，《宝树园文存》第 6 卷，第 332 页; 顾颉刚《我在辛亥革命时的观感》，《宝树园文存》第 6 卷，第 481 页。
顾颉刚:《新世潮序》，《宝树园文存》第 6 卷，第 23 页;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318 页。
顾颉刚:《致胡适·五五》，《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382 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35 页。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186 页; 顾颉刚: 《讨论古史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129—130 页;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梁启超全集》第 15 集，第 504 页。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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藜、胡堇人的批驳。① 随后，顾颉刚又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进行回应。
在该文中，顾颉刚对“层累说”进行完善，开列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第一项标准是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② 具体而言，在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一统的世系笼罩了百代帝王，四

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建设得十分巩固。然而，根据《诗经》等古书记载，“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

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郯出于少皞”，各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从未要求过“统一”。直到春秋后，

大国攻灭小国，疆界日益扩大，各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

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③ 因此，若想推翻“非信史”，首当推

翻这一根深蒂固的“民族一元论”。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提出后，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不小影响。该论既得到刘掞藜的支持和

肯定，④也遭到陆懋德的批评，⑤还为徐中舒、傅斯年、徐旭生等人建设“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前提

条件。
不过，与此说的“流”相比，笔者更关注是此说的“源”。根据调查取证，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

“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梁启超关于“新史学”论述的暗示与启发。⑥ 早在 1901
年，鉴于“民族为历史之主脑”的考虑，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的第五部分对“人种”问题进行初步阐

述。梁启超首先指出，“中国史范围中之各人种，不下数十，而最著明有关系者”，就有苗、汉、图伯特、
蒙古、匈奴、通古斯六个人种。之后，他又进一步自问自答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人种的由来，

即他族暂且不论，汉族是否同出于一祖，则是一个不能断定的问题。⑦ 由此来看，对于“汉族是否同

出于一祖”这个问题，梁启超是持保守态度的。
至 1905 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将这一问题说得更为清楚。在该文中，梁启超

开列了拟研究的七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今之中华民族，自初本为一族，还是由多数民族混合

而成? 之后，梁启超根据“言语之差别”，“悍然下一断案”，即“现今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

数民族混合而成”。⑧

该文发表之后，梁启超并未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1922 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

究》一文中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华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还是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 对此，梁启

超分析道: 根据旧史记载，“唐、虞、夏、商、周、秦、汉，皆同祖黄帝”。然而，“即以《史记》所纪而论，既

已世次矛盾，罅漏百出”。而且，如商、周之诗，诵其祖德，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曰“厥初生民，时

维姜嫄”。假如殷、周二代为帝喾之胤，诗人当不至于数典而忘，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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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 1 册，第 91—98 页; 胡堇人: 《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

后》，《古史辨》第 1 册，第 99—101 页。
其实，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已经初步提出了这一观点。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 1 册，

第 77 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105 页。
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古史辨》第 1 册，第 138—139 页。
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古史辨》第 2 册，第 270 页。
有论者已指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阳修、洪迈、崔述、梁启超等人相关论

述的启发。汤莹:《顾颉刚的“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17 年第 8 期。但稍嫌遗憾的是，该文仅提及梁启超

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未能追源梁启超关于“新史学”的相关论述。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314—315 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梁启超全集》第 5 集，第 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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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感天而生”之怪论。因此，“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① 要言之，在梁启超看来，旧史

所载的“唐虞夏商周秦汉”“同祖黄帝”的“民族一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由上可知，中华民族是否同出一祖是梁启超一直思考的“新史学”问题之一。他深思熟虑后认

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非是一元的。这一结论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如出一

辙。而顾颉刚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已阅读过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

究》。② 由此而言，顾颉刚是在接受梁启超上述看法之后，进而在 1923 年明确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

一元的观念”。

三、“中国地理大势论”与“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关于中国古史，民族之起源一旦被认为存在问题，势必会牵涉到地域分布问题。③ 因此，顾颉刚

又抛出了一项推翻“非信史”的标准，即“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关于这一“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顾颉刚解释道: 根据《史记》记载，黄帝的疆域“东至于

海，西至于江，北逐荤粥”，于是人们以为此时的中国疆域即是“一统”的。而《尧典》《禹贡》的记载则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观念。但实际上，根据甲骨文上的地名记载，“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

内”; 至“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但“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统一寰宇之

计”。直到战国，“郡县制度普及”，再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由此来看，若说黄帝以来中国疆域就

是“一统”的，这“进化”的步骤就乱了。④ 因此，若想推翻“非信史”，除了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

念”外，还必须“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
根据现有资料，顾颉刚的这一观念提出后，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该论虽然遭到刘掞藜、张荫麟等

人的批评，⑤但受傅斯年、童书业等更多学者的肯定和支持。⑥ 时至当下，有论者仍然认为，此论是中国现

代古史研究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对推动当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有着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⑦

不过，较之“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的反响与影响，笔者更关注该论的学术渊源。寻本追源，

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梁启超关于“新史学”论述的

启发。⑧ 早在 1902 年 4 月至 6 月，梁启超即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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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376 页。
需要补充的是，顾颉刚在 1917 年还表示能够“约略可背诵”《新民丛报》中刊登的梁启超的文章。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

15 卷，第 283 页;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第 1 卷，第 59 页; 顾颉刚: 《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宝树园文存》第 1 卷，第

126 页。
顾颉刚曾指出，“战国、秦、汉间，造成了两个大偶像”，其中，“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禹”。“二千余年来，中国的种族

和疆域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这两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一》，《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7 卷，

第 73 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 1 册，第 105 页。
刘掞藜:《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古史辨》第 1 册，第 139—141 页; 张荫麟:《评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

象〉》，《古史辨》第 2 册，第 11—12 页。
傅斯年:《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古史辨》第 2 册，第 7—10 页; 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童书业

著作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375—376 页。
吴洋飞:《再读〈古史中地域的扩张〉》，载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 21 辑，群言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3—
138 页。
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讲，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还受到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的影响。不

过，这一关联并非本文主旨，故此处不再展开论述。参见顾颉刚《古代地理研究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5 卷，第 18—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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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大势论》①的文章，指出:“文明之发生，莫要于河流。”就中国而言，“自周以前，以黄河流域

为全国之代表; 自汉以后，以黄河、扬子江两流域为全国之代表; 近百年来，以黄河、扬子江、西江三流

域为全国之代表”。②

1905 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并附录两篇文章，分别是《〈史

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和《春秋夷蛮戎狄表》。在《〈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中，梁启超指

出:“自尧以前，我族皆宅河南，至尧乃渡河而北，突入狄窟奠都焉，尧之明德远矣。及舜封后稷弃于

邰，弃尧之母弟，而邰今陕西延安也，其地夙为我族势力所不及，至是开殖焉。”③在《春秋夷蛮戎狄

表》中，梁启超则认为:“春秋时代，中国民族势力所及之地，为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直隶、湖北、
江南、江西、浙江之九省，而僖、文、宣间，即此九省中为外族所错居者尚四之一。”一言以蔽之，“则在

大河南者两岸确定我民族之势力范围，是春秋时代之事业”。④

此文发表之后，梁启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暂告一段落。直到 1922 年，梁启超再次“裒理旧业”，

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他在该文中根据

《诗经》的相关记载，认为“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但对这一问题进行推测:“揆度情理，

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无何等系属。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

专一壑，耦俱无猜，故夏、商、周各有其兴起之根据地。”⑤此后，梁启超对夏商周之后的中国地域变迁

进行了概述，即“在春秋初期，诸夏所支配地，惟有今河南、山东两全省( 其中仍有异族) 及山西、陕

西、湖北、直隶之各一小部分。及其末期，除此六省已完全归属外，益以江苏、安徽二省及浙江省之

半、江西省之小部分。及战国末年，则除云南、广东、福建三省外，中国本部皆为诸夏势力范围矣”。⑥

如上所述，梁启超自倡导“新史学”之后，特别关心“诸夏所支配地”的问题，其核心观点是中华

民族“所支配地”并非如旧史所载向来就是一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统一的过程。这一观

点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基本一致。而顾颉刚在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已阅读过

梁启超的相关文章。⑦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顾颉刚之所以能够于 1923 年提出“打破地域向来一统

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影响。

四、“孔子之真相”与“孔子问题”的探讨

1930 年《古史辨》第二册的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这册书分为三编: 上编为

“古史问题”，中编为“孔子和儒家问题”，下编为“关于《读书杂志》中古史论文和《古史辨》第一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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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此文是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核心文本之一。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专设“地势”一节，《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则是具体化

论述。陆胤:《导读二: 梁启超“新史学”的外来资源与经学背景》，载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第 21—33 页。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 3 集，第 338—339 页。
梁启超:《〈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梁启超全集》第 5 集，第 89 页。
梁启超:《春秋夷蛮戎狄表》，《梁启超全集》第 5 集，第 100—101 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376 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梁启超全集》第 11 集，第 382 页。此外，梁启超还在《战国载记》中对这一地域变迁进行了

类似的概述。梁启超:《战国载记》，《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714 页。
可以佐证的是，顾颉刚在《中国疆域沿革史》第七章“战国疆域变迁概述”后开列了八本“重要参考书”，其中近代部分只有梁启

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6 卷，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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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① 第二册承继了第一册的讨论，且更加深入。
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问题”。根据《古史辨》第二册收录的文章，“古史辨”学人首先对

“孔子的真面目”进行了较有价值的探讨。率先引起这一讨论的是顾颉刚。1926 年，顾颉刚在《春秋

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一文中首先指出，孔子不止有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春秋时的孔

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

子了”。不过，真实的孔子并非是不确定的，而是只有一个，即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君子”。②

此文发表之后，在当时学界引起了比较热烈的讨论，既有卓兰斋、傅斯年等人的批评，③又有张荫

麟、周予同等人的支持。④ 时至当下，这一探讨仍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⑤

除了此文的上述影响外，我们还有必要对此文的学术渊源进行考察。探本追源，顾颉刚的上述

观点来源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相关论述。⑥ 1902 年，针对康有为的尊孔保教，梁启超以“中国之

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⑦的文章。该文指出当时“倡保教

之议者”，“其所弊有数端”，其中第一项即为“不知孔子之真相”，“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

自由”。但问题是，“自命为孔子之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以致“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在

汉代孔子先是变为董江都、何邵公，之后变成马季长、郑康成。至唐宋明时期，孔子先是变为韩昌黎、
欧阳永叔，之后变成程伊川、朱晦庵，后又变为陆象山、王阳明。至清代孔子则变为纪晓岚、阮芸台。⑧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进行了大体一致的表述。⑨ 在梁启超看来，孔子

并非一个，而是各时代有各时代之孔子，而这些孔子皆非孔子的真相。
此后，梁启超并没有停止对“孔子之真相”的思考。1915 年，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一篇

题为《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的文章，指出孔子之教义在于养成

君子之人格。当然，君子这一模范者，“固非孔子一人所能突创制之，而孔子实集大成，既以言教，且

以身教”。瑏瑠 梁启超还在《孔子》一文中再次阐述，认为孔子的真相是“君子”。瑏瑡

对照之下，顾颉刚与梁启超的观点基本一致。顾颉刚年轻时便读过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第

二号上的《保教非所以尊孔》，后于 1920 年 10 月又通过胡适阅读了尚未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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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 2 册，第 1 页。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 2 册，第 104 页。
卓兰斋:《与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顾君讨论孔子事》，《古史辨》第 2 册，第 97—98 页; 傅斯年: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

子〉》，《古史辨》第 2 册，第 105—106 页。
张荫麟:《评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 2 册，第 107 页; 周予同: 《与顾颉刚书》，《古史辨》第 2 册，第

109 页。
林甘泉主编《孔子与 20 世纪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3—484 页。
除梁启超之外，顾颉刚之所以能够建立“孔子变迁论”，还受到李大钊、钱玄同等人相关论述的启发。李长银: 《在“穷变”中“立

真”: 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017 年第 1 期。
此文与“新史学”密切相关。有学者已指出，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孔子表示了相当的尊重，其思想脉络正与《新史学》相

通”。因此，此文“可作为《新史学》的背景素材”。路新生:《今文经学与晚清民初的史学“转型”》，《思想与文化》第 5 辑，2005
年 12 月。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676—681 页。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279 页。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186 页。
梁启超:《孔子》，《梁启超全集》第 10 集，第 323 页。
顾颉刚:《致胡适·四》，《顾颉刚书信集》第 1 卷，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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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出版后，顾颉刚再次对其进行研读。① 此外，由梁启超主撰的《大中华》出版后不久，顾颉刚即关

注了该杂志，②而《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即发表在该杂志第一

卷第二期。1921 年 1 月，顾颉刚还对《孔子》一文进行研读。③ 由此可见，顾颉刚之所以认识到“各时

代有各时代之孔子”，且孔子的真相是君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梁启超的启发。
除了“孔子的真相”之外，“古史辨”学人在《古史辨》第二册中还对“孔子的地位”进行了再估

定。1927 年，冯友兰在《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中指出，孔子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但其并非“碌

碌无所建树”。孔子以前，六艺是很名贵的典籍学问，当时的平民没有机会接受这等完全教育。直到

孔子出，以六艺教一般人，使六艺平民化。是时，各家皆注重自家之言。而孔子讲学的目的，并不在

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而旨在于养成“人”———为国家服务的人。据此，冯友兰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

之地位进行估定，认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不仅开

战国讲学游说之风，还创立了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阶级; 而孔子的行为及其影响与希

腊的“智者”苏格拉底“相仿佛”。④ 在冯友兰看来，孔子是一个大教育家，其教学宗旨在于养成为国

家服务的人，其历史地位比肩苏格拉底。
该文发表后，张荫麟率先对其肯定，认为该文“考证明确，持论平允”，“以孔子拟苏格拉底，甚为

适合”。⑤ 此后，顾颉刚又将二人的文章，均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之中。
梁启超在 1902 年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曾对孔子的身份进行了估定，即孔子所教者，

“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故孔子非宗教家，而是哲

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西人常以孔子与梭格拉底并称，而不以之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诚得其

真”。⑥ 1915 年，梁启超在《大中华》杂志上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

道何由》，又指出，“我国民最亲切有味之公共教师，舍孔子更孰能为之祭酒”。大体而言，孔子之言

虽多，但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在哲学范围，“言天人相与之际，所谓性与天道”。其二，在政治

学、社会学范围，“言治国平天下之大法，非惟博论其原理而已，更推演为无数之节文礼仪制度”。其

三，在伦理学、道德学、教育学范围，“言各人立身处世之道，教人以所以为人者与所以待人者”。不

过，“孔子所以能为百世师者”，而且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非以其哲学论、政治论等有以大过人”，而

在于其教育论。以近世通行语言之，孔子教义第一作用实在养成君子之人格。而“所谓君子者，其模范

永足为国人所践履，真践履焉，则足使吾国人能自立自达以见重于天下”。而如果国中人人有士君子之

行，则国家主义可施。⑦ 梁启超也认为孔子是一个教育家，其教学宗旨在于养成君子之人格。
对比之下，冯友兰与梁启超关于孔子地位的估定基本一致。而且，《大中华》于 1915 年 1 月在上

海创刊，而此时冯友兰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⑧ 此后，冯友兰还撰写过《梁启超底思想》，对其倡导

的“新民说”进行过专门评价。⑨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冯友兰对孔子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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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第 122 页。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 15 卷，第 69 页。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1 卷，第 93 页。
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古史辨》第 2 册，第 144—152 页。
张荫麟:《评冯友兰君〈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古史辨》第 2 册，第 157 页。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 2 集，第 678 页。
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梁启超全集》第 9 集，第 181—187 页。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19 页。
冯友兰:《梁启超底思想》，《三松堂全集》第 12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0—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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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受到梁启超上述观点的启发。
如上所述，《古史辨》第二册中编主要对“孔子与儒家”问题进行探讨，而无论是顾颉刚对孔子真

相的考察，还是冯友兰对孔子地位的估定，皆可以溯源到梁启超关于孔子问题的认识。换言之，“古

史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论述密切相关。

五、《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自《古史辨》第三册出版，“古史辨运动”便进入一个“古书辨”的发展阶段。“古书辨”主要由两

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古史辨》第三册的“经书辨”，另外一部分是《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的“诸子

辨”，而其中的“诸子辨”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同样存在较为密切的学术关联。
众所周知，最早引出这一“诸子辨”的文章，当属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胡适看来，“诸

子出于王官”不能成立，主要有“四端”之“谬”。第一，“刘歆以前之论周末诸子学派者，皆无此说”。
相反，《淮南子·要略》则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第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

理”。比如，“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梦见”，而“墨者之学，仪态万方”，非“清庙小官所能

产生”。第三，《汉书·艺文志》所分九流，是“汉儒陋说，未得诸家派别之实”。比如，晏子不可在儒

家，管子不可在道家; 而管子既在道家，韩非即不可属法家。而“古无名家之名”，故“最荒谬者，莫如

论名家”。第四，章太炎认为“古者学在王官”，但此说与“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并非一回事; 而

且，“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 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① 总

之，在胡适看来，古之所谓“诸子出于王官”，存在上述“四端”之谬，故决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回响与深远影响。② 此文一方面遭到柳

诒徵、缪凤林等人的批驳，③另一方面得到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好评与赞同。④ 此外，钱穆、傅斯年、
冯友兰等人则在此论基础上各自提出关于诸子起源的一家之言，⑤而罗根泽相继发表《战国前无私

家无著作说》和《晚周诸子反古考》，是“继承胡先生的说法而作更进一步的探讨”。⑥ 总之，此论提出

后扭转了当时研究诸子学的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古史辨运动”之中的“诸子辨”。⑦

根据现有资料，胡适之所以提出这一有悖于传统的学说，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论述密不可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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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古史辨》第 4 册，第 1—4 页。
参见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 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7 页; 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

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之失》，《史地学报》第 1 卷第 1 期，1921 年 11 月; 缪凤林:《评胡氏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衡》第 4
期，1922 年 4 月。
顾颉刚:《顾序》，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第 10 页; 秦素银整理:《钱玄同致胡适信、片四十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16
年第 12 期。
钱穆:《钱序》，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第 15 页;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傅斯年全集》第 2 册，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55—261 页; 冯友兰:《先秦诸子的起源》，《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第 345—347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2 卷，第 440 页。
顾颉刚在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时，即指出: “本册中容纳的四十余万言的讨论恐怕大部分都是从这两篇引起。”顾颉刚: 《顾

序》，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第 10 页。“这两篇”中的一篇就是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来讲，胡适之所以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并不仅仅是受到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影响。
刘巍指出，胡适还“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刘巍:《“诸子

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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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①分析了“周末学术思想”之所

以“勃兴”的原因，认为关键在于“社会之变迁”。即，“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

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梁启超还对“诸家之派别”进行考察，认为

《汉书·艺文志》不知学派的真相。比如，“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 又如，纵横家毫

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已谓之杂，故不应“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②

如果将上述观点与胡适指出的“四谬”相对比，不难发现，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列举的

第一和第三项证据，基本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张荫麟早在梁启超过

世之际即指出，胡适之所以要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即是受梁启超此书的启发。胡适在《四十自

述》中现身说法，亲自交代了这一学术关联。③

其实，梁启超的“新史学”论述与“诸子辨”的关联并不限于此。众所周知，罗根泽是《古史辨》第

四册、第六册的编著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诸子的论著。1931 年，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指出: “战

国中世以降，一面言论极自由，可任意创说; 一面时势环境，皆予人以欠阙之感想，恶劣之影响，于是

横决旁溢，而学说遂无奇不有。”④1933 年，他在《孟子传论》中进一步指出:“列国并峙，需材孔亟，贵

族阀阅之阶级已破，言论自由之趋势已成，姬周数百年右文之所蕴蓄，战国社会急剧变迁之所簸荡，

九流十家，继轨并作。”⑤认为战国诸子之兴起，非出于王官，而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
罗根泽的上述观点直接来源于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而他在 1928 年考入清

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习“诸子科”，其《孟子传论》和《管子探源》的撰写均得到梁的指

导。⑥ 他在《孟子传论》按语中更直接说自己承袭了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⑦ 因此，罗

根泽之所以认识到战国诸子之兴起是由诸多因缘导致的，直接受乃师梁启超的影响。
由上所述，“古史辨运动”进行到“诸子辨”之际，无论是胡适提出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还是

罗根泽对诸子兴起原因的阐述，均或多或少地可以在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找到

相应的学术资源。准此而言，梁启超的这部“新史学”之作在“诸子辨”中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余 论

综上所述，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受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历史上中国民

族之观察》《中国地理大势论》等文启发，先是建构“层累说”，后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
与“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两项推翻“非信史”的标准。“古史辨运动”进一步发展后，对“孔子与

儒家”的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其中无论是顾颉刚对孔子真相的考察，还是冯友兰对孔子地位的估

定，均可以上溯到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孔子》等相关论著。此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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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核心文本之一。陈其泰指出，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鲜明地贯彻了进化观和

因果论的理论指导，体现了与以往学者全然不同的理论风格”，“堪称是‘新史学’理论在研究实践上结出的第一个硕果”。陈其

泰:《中国史学史》第 6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 3 集，第 25、29 页。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 1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1—62 页。
罗根泽:《管子探源》，中华书局 1931 年版，第 25 页。限于篇幅，罗根泽仅将《〈管子探源〉叙目》收入《古史辨》第四册。
罗根泽:《孟子传论》，中华书局 1933 年版，第 29 页。限于篇幅，罗根泽仅将《〈孟子传论〉自序》收入《古史辨》第六册。
罗根泽:《自传》，《出版界( 重庆) 》第 2 卷第 1 期，1945 年 3 月; 罗根泽:《〈管子探源〉叙目》，第 11—12 页。
罗根泽:《孟子传论》，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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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辨”，无论是胡适提出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还是罗根泽对诸子兴起原因的阐述，都或多或少地

从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因此，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古

史辨运动”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学术启蒙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单一线索所能解释的。① 根据顾颉刚自述及

既有研究成果，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有赖于宋学的怀疑精神、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以

及晚清今文经学的思想体系等本土学术资源，②还受西方治学方法与新史观和西方汉学等域外学术

资源的引导与启发。③ 本文决非“翻案”工作，而是旨在进一步拓展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丰富人们

对这一学术运动的认识。
由于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清末民初“新史学”思潮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顾颉刚领导的“古史辨运

动”是形塑民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主要环节，故本文还为考察清末民初“新史学”思潮与民国实证主义

史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近些年来，有学者提出从治学路数、学术渊源、为
学旨趣、致知门径诸方面，考察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为中心的史学群体，实际上与清末民初的

“新史学”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内在关联。换言之，二者是并列的、起初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

史学形态。④

于今来看，这一观点尚存在一定的商榷之处。仅就本文而言，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与顾颉刚、
胡适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学术关联。其实，梁启超并非个例。根据调查取

证，在“古史辨运动”的学术进程中，扮演了这一“导其源”者的还有“新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夏曾

佑。⑤ 因此，清末民初“新史学”与民国实证主义史学之间虽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二者之间并非没

有“任何内在关联”，而是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⑥

( 作者李长银，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邮编: 250100)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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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1 年版，第 1 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 1 册，第 23—26 页;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 卷，第 159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 12 卷，第 428 页。较有代表性的专题论文，有李孝迁《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

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2013 年第 3 期; 李长银《西方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史学理论研究》2017 年第

2 期。
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 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 年第 6 期;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3—34 页。
李长银:《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史学月刊》2020 年第 2 期。
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一定认识。参见侯云灏《20 世纪中国的四次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史学月刊》2004 年第 7 期; 陈其泰

《民国初年史学领域的新格局》，《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8 期; 胡逢祥《中国现代史学史研究三题》，《探索与争鸣》2014 年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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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can always coordinate. Yet they are in a state of coope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Ｒ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 Inquiry into the Prototype of Chinese Governance / /
Liu Wei

The per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rites”and“law”and between“rule by rites”and“rule
by law”have changed from the one on antagonism to the one that emphasizes fusion and hybridity in
modern tim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framework of analysis，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conceptual
settings an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original forms of these concepts in“rule by heaven，”“rule by
virtue，”“rule by rites，”“rule by punishment，”and “rule by man，”and of principles of Chinese
governance including“rule by heavenly principles，”“behave by virtue，”“rites as law，”“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the law，”“man as the essence. ”All these element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s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stability，and hav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original legal principle. All above constitute the“rule b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s core is the
rule of virtue and rites，which is based on the rule of taking punishment as the guardian of law and treating
man as the essence. It was thus concluded as“rule by rites”by later generations.

Liang Qichao’s New Historiography and the Gushibian Movement / / Li Changyin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Liang Qichao’s proposal for “new historiography”and the
Gushibian ( debate o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Gu Jiegang
was inspired by Liang Qichao’s articles，such as A Narrative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New
Historiography，Observ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History and Treatise on the Trends in Chinese Geography.
He established the“accumulation theory”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and then proposed“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was of one single origin”and“to challenge the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territory was always of one unitary who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Confucius and
Confucianism”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Bot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Confucius by Gu Jiegang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Confucius by Feng Youl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Liang’
s works such as Protecting Confucianism as a Ｒeligion Is Not Showing Ｒespect for Confucius and Confucius.
After that，the focus of the movement turned to exami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Liang Qichao
furthermore had impact on Hu Shi who argued that“classical schools of philosophy did not originate in
officialdom”and Luo Genze who investigated the origins of these various schools through his The Trend of
Changes i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 Therefore，the new historiography advocated by Liang Qicha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Gushibian Movement.

Approach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 / Geng
Jin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management follows several approaches，that is，the
technological aspect，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and the ecological aspect.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dopts water conservancy as the entry point through which to discuss the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state and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region. The ecological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combines perspectives from both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and regional hydrolog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present different paradigms on the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with prominent research
outcome. However，a focus on research paradigm tends to underplay the value of detail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needs to show more complex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behind water
conservancy. The introduction of landscape history is an excellent attempt to broaden the horizon and
diversify the approaches of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in China. It returns to focus on“water conservancy，”
the essence of the water management history， and shows the changes of “landscape” with water
conservancy as being at the core.

The Two Cities by Otto of Freising and His Philosophy of History / / Wang Lihong

The Two Cities: A Chronicle of Universal History to the Year 1146 A. D. was written by Otto，Bishop of
Freising. It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work known for its promotion of eschatology. It also stands ou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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